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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养老照护变迁
＊

朱 玲　何 伟　金成武

摘要：本文主要采用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间全国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和２０１８年以来的案例调查信息，
展示以儿媳侍奉公婆为特征的农家传统照护方式发生的变化。第一，纯由老人构成的住户显著增
加。丧失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者的主要照护人，越来越多地由老年配偶担当。第二，迁移工人夫妇在
父母发生意外或生命垂危之际会立即返乡关照。当高龄父母需要长期照护时，年轻夫妇中的工资
较低者通常留守家乡。第三，村庄社区组织的老年活动，能够丰富参加者的晚年生活，却无助于解
决生活不能自理者的照护质量和安全不足问题。第四，利用养老院和上门护工服务的群体，多为中
高收入者和政府予以财政兜底的五保老人。中低收入农户因支付能力不足，难以利用有偿照护服
务。因此，将城市长期照护保险试点，扩展为覆盖全国城乡的社会保险制度，对于缓解照护依赖者
及其家庭的脆弱性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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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以照护为主题的研究文献，一般根据特定的人口特征，把儿童照护、老年照护和残疾照护区分开
来。虽然残疾照护与另外两个组别均有交叠之处，但这种分类凸显了照护需求之所以产生的主要缘
由之别。本文关注的是，与老年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丧失相联系的照护服务。老年失能往往不可
逆，所需要的照护极有可能延续到生命的终点，故而研究者常将老年照护等同于长期照护（ＯＥＣＤ，

２０１９）。２１世纪初，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２０００）提出：“长期照护是由非正式照护者（家人、朋友或邻
居）和专业人士（卫生、社会及其他）承担护理照料活动的体系，以确保缺乏完全自理能力的人，能保
有个人偏好的高质量生活，并享有最大可能的独立、自主、参与、个人充实和人类尊严。”２０１５年，世
界卫生组织再次呼吁“健康的老龄化”（ｈｅａｌｔｈｙ　ａｇｅｉｎｇ），进一步丰富了老年照护理念，强调通过卫生、
照护和多领域的协同服务，满足老年群体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需要（ＷＨＯ，２０１５）。
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考察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迁移模式的变化，对失能和半失能留守老

人的照护产生的影响。老年人生活半自理或完全不能自理，通常是其失能程度的表现。它起因于生
理机能或认知机能的退行性病变（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及意外受损，或单纯是由于个人身体虚弱，故
而需要凭借别人帮助，才能完成基本的日常生活活动。按照国际通行的定义，这种状态即为照护依
赖（ｃａｒ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个人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活动（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ｖｉｎｇ，ＡＤＬ），包括上下床、穿
脱衣、进出厕所、洗澡和进食（Ｃａｒｕｓｏ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我们在实地调查中也注意到，受访的乡村干部、县
乡养老院工作人员和村民，也是大致以此为标准来判断老年人的生活自理程度。至于做饭、做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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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打电话和服药等活动能力，则是受访者判断老人自理状态的次一级因素。

迄今，包括老年照护在内的日常家务劳动多由妇女承担。而且，为家庭成员提供的照护服务通
常为无偿劳动，使得女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陷入更加不利的地位。因此，有关照护劳动的研究多与
性别分析相联系。所以，在联合国通过的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将“认可和尊重无偿护理和家
务”列入促进性别平等的目标。还在目标５．４中倡议，“各国可视本国情况提供公共服务、基础设施
和社会保护政策，在家庭内部提倡责任共担”。①

根据这一目标要求，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间，国际劳工组织（ＩＬＯ）、经合组织（ＯＥＣＤ）和乐施会等国际
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先后发布了全球照护劳动报告。其中的关键信息可归纳如下：

第一，照护危机随人口老龄化而至。到２０３０年，全世界将新增需要照护的老年人和儿童（６～１４
岁）各１亿，受照护者总数将达２３亿。可是，由于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预算的削减，世界正面临
一场照护危机（Ａｄｄａ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第二，照护的提供和支付主要由家庭及个人承担。２０１５年，能够从国家得到法定长期照护支持
的人数，仅占世界人口的６％（ＯＥＣＤ，２０１９）。

第三，在公共和私立照护行业及私人家庭中从事有偿照护工作的人数，占全球劳动力的１１．５％。

与其他行业同等技术熟练程度的工人相比，照护劳动者的小时工资低了４％～４０％不等（乐施会国际
联会，２０２０）。

第四，无偿照护劳动对照护者会产生多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时间贫困”。二是易发生与繁重
的劳动负担相关的健康损伤。三是在就业选择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在全球范围内，４２％的适龄劳动
妇女由于无偿照护责任而被排除在有偿劳动力之外，而这一比例在男性那里是６％（Ａｄｄａｔ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不利的就业和职业发展条件，不仅极易导致无偿照护劳动者在工作年龄陷入收入贫困，而且
还会使其养老保险账户和资产积累不足，面临晚年贫困的风险（ＯＥＣＤ，２０１９；乐施会国际联会，

２０２０）。

第五，女性照护者在全球有偿照护劳动力中占三分之二，在无偿照护劳动总量中承受四分之三
以上的负担（Ａｄｄａｔｉ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８）。

循着上述信息脉络反观此前的老年照护劳动研究，有以下几种特色鲜明的取向：第一种，聚焦于
发达国家的照护行业，着重探寻稳固照护劳动力和提高服务质量的途径。例如，长期照护机构的一
线员工和提供居家服务的有偿护理员，多数欠缺职业教育及技能培训，但工作压力大且劳动报酬不
足，以至照护者流失率极高。针对这些问题，澳大利亚的政策研究指向，是改善照护者工作条件，强
化教育和培训，调整照护队伍结构和提高管理水平（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Ａｇｅｄ　Ｃａｒ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２０１９）。欧美国家的研究，重点在于借助统计分析，确认影响照护者工作满意度的决定性
因素，并排出优先序；而且还基于抽样调查结果阐明，如何提高护理员的福利待遇，以及怎样将工作
津贴与年资和劳动强度挂钩，从而有效减少护理员流失（Ｐｏｗｅｒｓ　＆Ｐｏｗｅｒｓ，２０１０；Ｉｅｃｏｖｉｃｈ，２０１１）。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基于家计调查而给无偿照护工作提供补贴的英美，还是实施社会长期照护
保险的德日，照护补贴都不足以抵消领受者因无偿照护劳动而遭受的收入和非收入损失。对此问题
的研究，不但涉及对无偿照护劳动的机会成本估算，而且还包括对照护者喘息服务和心理支持的倡
导（Ｗｉｅｎｅｒ　＆Ｃｕｅｌｌａｒ，１９９９；Ｈｅｉｔｍｕｅｌｌｅｒ　＆Ｉｎｇｌｉｓ，２００４；Ｙａｍａｄａ　＆Ｓｈｉｍｉｚｕｔａｎｉ，２０１５）。为了提高
整个社会的照护效率，有的研究还进一步探索，怎样钩连有偿（正规）和无偿（非正规）服务，以形成覆
盖面更广的照护网络（Ｊａｃｏｂ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第二种取向的研究，重点在于揭示发展中国家照护劳动中的性别不平等。以中国为对象的研
究，突出地关注农村女性迁移劳动者进入城市家政市场的非正规就业特征，以及她们在工作中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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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经济政治权利损失（董晓媛、沙林，２０１０）。即使是注意到劳动力迁移对农村老年照护的影响，
研究者的观察依然立足于城市。例如，其调查和分析对象，并非生活不能自理的农村老人及其实际
照护者，而是进城谋生的男性迁移工人。或者说是借由受访者的经历展示，农村儿媳照顾公婆的传
统模式，如何转向多子女合作照护和危机照护模式（蔡玉萍、彭铟旎，２０１９）。还有相当数量的研究，
以承担家庭内部老年照护劳动的农村妇女为观察对象。但是分析的重点并不在农村妇女的照护劳
动，而是照护负担对其非农就业的影响（范红丽、辛宝英，２０１９）。
第三种取向的研究，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角度，探讨包括照护在内的城乡养老服务体系的构

建和发展（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２０２０）。研究者的关注点，首先是估算和预测与人口老龄化和城
市化相联系的老年照护供求缺口（林宝，２０１５）；其次，探索可行的照护服务供给网络和筹资路径
（王震，２０１８；唐钧、覃可可，２０２０）；再次，确认可持续的照护质量控制方式（ＷＨＯ，２０１６；葛蔼灵、
冯占联，２０１８）。
现有的中国养老服务体系研究，几近于宏观层面上的照护行业发展规划。对照护劳动者的社会

经济特征和工作状况，并未深入探究。在近期涉及老年照护劳动的微观研究中，有的展示家政服务
群体的人口特征、工作经历和服务项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２０１７）；有的陈述家庭成员在老年照护上
的投入，以及照护劳动对这些成员的健康和就业的影响（吴帆，２０１７；余央央等，２０１７）；有的揭示养老
院熟练护理员流失的困境（龙玉其，２０１７），等等。其相似之处，一是以城市老年照护劳动为主，未对
乡村予以足够的重视；二是对个人和家庭的老年照护决策、服务供给和管理开掘不充分，以至问题陈
述之后的对策建议往往流于虚空。
鉴于此，本文将采用国家统计局和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发布的统计资料、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

固定观察点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间的抽样调查数据，以及２０１８年以来本课题组对村庄、农户、养老院院长
和护理员、住家保姆和医院护工的访谈信息，着重探讨以下问题：第一，农村老年人口中的照护依赖
者几何？他们的收入来源及收入水平怎样？哪些人亟须政府和社会予以援手？第二，农村劳动力迁
移、特别是跨县跨省迁移，引发了老年所居家庭怎样的结构变化？生活半自理和不能自理者的居家
照护模式随之发生了怎样的变迁？与此相关的家庭照护困难何在？第三，村庄社区组织为自理老人
和照护依赖老人提供了怎样的服务？第四，县乡养老院的照护服务供给和利用状况如何？农家照护
依赖者利用养老院服务的障碍何在？基于这些问题的阐述，本文将针对照护服务供求双方迫切需要
解决的困难，借助基层社会已有的制度创新经验，说明走出困境的关键路径。

二、村庄常住人口中的老年脆弱群体

这里所说的脆弱群体，指的是以平均水平为参照，健康风险较高（疾病、年老、残疾和死亡等）而
收入较低和社会保护不足的人群。农村老人虽多属脆弱群体，但是居住在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域和社
区、生活在经济条件不同的家庭、处于不同年龄段的老人，脆弱性实则各相迥异。区分和确认脆弱程
度不同的群体，既是讨论照护服务供求的前提，也是实施政策干预的依据。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的“民工潮”，是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乡－城劳动力转移的一个起始标志。
虽然显形或隐形的城乡分隔制度致使迁移人口的城市化举步维艰，但是城市产业创造的巨量就业机
会，与农村家庭追寻新增收入来源的需求一起，促使亿万农村青壮劳动者进城谋生。由此而对农村
家庭和人口产生的影响，不仅是以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为特征的家庭结构缺损，而且还有
高于全国水平的人口老龄化。２０１９年末，全国６５岁及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１２．５７％。２０１６年，这
个比率在农村人口那里已达１４．１％。① 按国际标准，这就意味着中国农村从此进入老龄社会，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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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口老龄化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２０２０：《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ｚｘｆｂ／２０２００２／ｔ２０２００２２８＿１７２８９１３．ｈｔｍｌ？ｆｒｏｍ＝ｇｒｏｕｐｍｅｓｓａｇｅ；农村人口数据来自农业农村
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抽样调查，个人观测值约１２０万个，６０岁及以上的个人观测值约２０多万个，６５岁及以上的
个人观测值约１２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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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昭示农村老年照护需求必然增加的趋势。
如果以６０～６９岁、７０～７９岁和８０岁及以上为界，把老年人口区分为低龄、中龄和高龄老年群

体，即可从生活中观察到，每组人群面临的身体机能减退风险不同，社会角色的变化各异，有着不同
程度的支持性需求。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间，农村６０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自评健康状态为“差”和“失去
劳动能力”者，在７５～７９岁年龄段占２０．６％和２１．６８％，８０岁及以上年龄段就占到１８．４１％和

３４．４６％（图１）。其实，即使没有统计数据人们也知晓，高龄老年群体的健康风险最高。
老年健康状况越差，陷入照护依赖状态的风险越高。据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６）发布的２０１５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在农村６０岁及以上的人口当中，生活不能自理者占２．８６％（男性占２．４４％，
女性占３．２６％）。如果将这一比重视为照护依赖率的话，老龄组别每上升５岁，照护依赖率就将近翻
一番，大致显示了人体机能老化的年龄节点。至于身体不健康但生活可自理者，在农村老人中占

１９．４％（男性占１７．１％，女性占２１．５％）。此类人群，可谓处于照护依赖的边缘。

图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间中国农村老龄群体自评健康状态分布

注：作者基于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抽样调查数据计算。若无特别说明，

本文图表数据均来自该调查数据。剔除自评健康缺失的样本，数据中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间

６０岁及以上个人观测值约为１９．８万个。

同一年龄段的老人在健康方面的个体差异多种多样，健康老人即便退出劳动市场，大多也会继
续从事包括无偿照护服务在内的家务劳动，甚或参加自雇形式的经济活动和辅助性生产劳动。就全
球６０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的劳动市场参与率而言，男性为３０％，女性为１４％（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Ａｇｅｄ　Ｃａｒ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２０１９）。根据２０１５年中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农村男性老人
的劳动市场参与率为４８．３％，女性为３０．５％，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农村老人多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经济活动，其体能随着年事渐高而下降，工资性收入在个人

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亦趋于缩减，养老金收入所占的比重则渐次增大。从２０１７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
点的抽样调查结果来看，老人收入结构变化的转折点明显地表现在７０～７４岁年龄组（图２）。其工资
性收入的比重为２４．１％，离退休金和养老金收入的比重为２１．７％。与６０～６４岁年龄组相比，工资
比重低了１３．９个百分点，养老金比重高了１０．５个百分点。不过，各年龄组中健康状态优良的老人
不仅工资性收入在其收入总额中所占比重较大，而且收入水平也较高。健康状态为优者占老年样本
的２７．２％，其中有些是家庭经营或企业的主管人员。仅工资性收入一项，该组的年人均金额就达

１６７６１元。健康状况不良者在老年样本中占２０．２％，他们当中约有３６．３％的人年净收入不到５０００
元（图３）。
且不论健康状况与收入水平如何互为因果，农村老人因病致贫以及绝对贫困发生率高于其他年

龄组的现象，已日益得到关注（徐丽萍等，２０１９）。若以农村居民收入中位数的４０％作为相对贫困标
—６—



准，一项基于中国住户收入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２０１８年农村６５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相对贫困
发生率为１１．７％，高于农村全部居民相对贫困发生率２．１个百分点（后者为９．６％）（李实等，２０２０）。

图２　２０１７年农村６０岁及以上老人的收入结构

注：在２０１７年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抽样调查数据中，６０岁及以上具有个人

自评健康和收入信息的有效样本为１７１１６个。工资性收入包括本地和外出就业工资收入。

财产性收入包括租赁收入、利息、股息、红利收入和征地补偿款。公共转移收入包括救济、

救灾、抚恤金、农业补贴等从政府部门得到的收入。私人转移收入包括城市亲友赠送收入

和家庭非常住人口汇款或带回的收入。其他收入包括保险年金、医疗报销款及不属于图中

各分项的收入。除外出就业工资收入为个人指标外，各分项收入皆为家庭人均数值。

图３　２０１７年农村６０岁及以上老人健康状况不良者在各收入组的分布频率

注：在２０１７年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抽样调查数据中，６０岁及以上健康

状况不良且有收入信息的有效样本为３４７２个。图中横轴收入分组的依据，是２０１７年

样本的个人年收入（个人外出就业工资收入＋其他分项家庭人均收入）。

以上统计描述，主要从健康和收入维度，展现了农村老龄人口的脆弱性。陷入照护依赖境地而
又处在低收入水平者，明显属于最需要公共支持的群体。即使是健康状况尚可的农村老人，多因年
事渐高而身体机能减退，从事有偿劳动日趋力不从心，能够享受的非缴费型基本养老金又数额微薄，
对家庭内部收入转移的依赖性随之加大。因此，同样需要日益增多的身心照护和经济援助。家庭、
政府和社会对农村老人的协力支持，必将有助于减少其脆弱性和增进其福祉。

三、家庭照护方式的变化

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将近期的老年照护制度刻画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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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① 这一表述，实质上强
调的是不同照护地点和服务供给者的定位。在整部规划中，有关照护法规、服务筹资、照护质量和安
全监控等环节，仍留有含混之处。鉴于此，我们在调研中既关注照护服务提供者的特征及服务管理
和组织安排，又询问照护的维度（生活、医疗、心理、社交等）和密集度，还探究照护筹资机制和照护安
全及服务质量的控制方式。无论是现有的统计数据和文献，还是我们走村入户的见闻，都展现了一
个事实：家庭照护，依然是农村占主导地位的老年照护方式。只不过，家庭成员在照护劳动上的分工
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一）家庭内部的老年照护劳动分工
在传统的家庭照护劳动分工中，儿媳可谓第一主力。如今，老年照护服务主要供给者的构成，距

此传统模式已渐行渐远。
第一，据全国老龄委２０１５年的抽样调查，城乡老年照护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均已多元化（图４）。

在农村老人的主要照护者当中，儿媳所占的比重不足１１．５％，配偶和儿女合计占到８３．６％。考虑到
大约９０％的受访老人希望居家养老，照护服务主要提供者的结构大致折射出，老人的这一偏好得到
了满足。

图４　２０１５年城乡老年照护服务主要提供者结构

注：数据转引自王震（２０１８）。该作者处理的原始数据，来自全国老龄委２０１５年全

国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样本总量为２２．２万个，其中，城镇样本占５２．１％，农村样

本占４７．９％。

第二，居家老人的主要照护者趋于性别平衡。首先，“配偶”成为主要照护者中比重最大的组别
（农村中占比约为４５．２％）。这反映的是，老年夫妇或是互相照顾，或是一方照护另一方，因而组内性
别差异不大。其次，“儿子”在农村老人的主要照护者中约占３１．６％，比女儿和儿媳加起来所占的比
重还多出１３个百分点。由此进一步显示，农村家庭的老年照护劳动不再是女性专有的负担。
第三，家庭成员对老人照护的参与程度和照护密集度均大幅提高。国家统计局的两轮居民时间

利用调查结果，突出地显示了这些变化（表１）。２０１８年，参与陪伴和照护成年家人的农村居民用在
照护上的时间，大约为每人每日２．７３小时，比２００８年的人均照护时间增加了５１．９％。

（二）照护劳动分工变化的主要原因
有关农村家庭成员参与老人照护的统计结果，看起来与现有的社会学调查发现有所冲突。例

如，跨省谋生的农村迁移工人无法照护老年父母，内心备受折磨（蔡玉萍、彭铟旎，２０１９）。又例如，某
些农村老人虽非鳏寡无后，却因失能或病痛而陷入绝望和孤独，以至自行了断余生（刘燕舞，２０１４）。

—８—

①《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７〕１３号），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７－０３／０６／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１７３９３０．ｈｔｍ。



其实调查者也清楚，若考虑地域、社区、住户和劳动力迁移方式的差别，从特定地域的专题调研中获
得的结果，凸显的是与某类群体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相联系的典型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并不
否定农村老人的家庭照护状况已有改善。反过来说，家庭照护在整体上的进步，也并不意味社会学
者此前观察到的现象业已消失。对此，我们拟将采用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数据和本课题组实地调查
所得的信息加以阐释。

表１　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８年城乡居民陪伴照护成年家人的参与时间与参与率

合计 男 女 城镇 农村

参与者每日人均参与时间（分钟）

２００８年 １１５　 １２３　 １０９　 １１７　 １０８

２０１８年 １６３　 １５７　 １６７　 １６２　 １６４

参与率（％）

２００８年 ２　 １　 ２　 ２　 １

２０１８年 ５．０　 ４．３　 ５．６　 ５．９　 ３．６

　　数据来源：《２００８年时间利用调查资料汇编》，下载自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ｚｔｊｃ／ｚｔｓｊ／２００８ｓｊｌｙ／；《２０１８年全
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下载自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ｚｘｆｂ／２０１９０１／ｔ２０１９０１２５＿１６４６７９６．ｈｔｍｌ。
注：（１）时间利用调查，是对一天之内受访者的活动进行的调查。陪伴照护成年家人，包括帮助成年家人日常起

居、个人卫生护理等，医疗护理（喂药、肢体按摩、理疗等），陪伴成年家人去医院、外出活动等，与成年家人交谈聊天
等；（２）参与者平均时间计算方法：各组用于陪伴照护成年家人活动的全部时间总和除以各组参与者人数。参与率计
算方法：各组参与陪伴照护成年家人活动的人数（参与者人数）除以各组全部调查对象人数。对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数
据分别按５／７和２／７加权汇总，得出该类活动的参与者平均参与时间和参与率。

其一，农村高龄照护依赖者随着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而明显增加，家庭成员的照护劳动密集度
必然也因此而提高。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５年的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在人
口总规模继续增大的情况下，农村８０岁及以上高龄人口所占的比重，在这三个调查年份分别为

１．４８％、１．８０％和２．１３％（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７，２０１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我们从三个地域不同、人口规模
不一的行政村收集的老年统计数据还表明，在６０岁及以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者当中，８１岁及以上高
龄老人占５２．６％（表２）。由此而带给家庭的挑战，不仅是高密度的照护需求，而且还有照护人手的
短缺。

表２　２０２０年三个调查村６０岁及以上照护依赖老人的年龄分布

年龄分组
全部老年人 半自理老人 完全不能自理老人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人数 比重（％）

６０～７０岁 ９９５　 ５４．３　 ８８　 ４９．４　 ８　 ２１．１

７１～８０岁 ６５５　 ３５．８　 ５１　 ２８．７　 １０　 ２６．３

８１～９０岁 １５１　 ８．２　 ３１　 １７．４　 １６　 ４２．１

９１岁及以上 ３１　 １．７　 ８　 ４．５　 ４　 １０．５

总计 １８３２　 １００．０　 １７８　 １００．０　 ３８　 １００．０

　　注：根据２０２０年课题组收集的福建永春 ＷＬ村、江苏武进ＧＪ社区和辽宁庄河ＳＪ村共三个行政村的数据计算
而成。

特别是，高龄照护依赖者的子女多已进入老年，或身负生产劳动和照看孙辈的重任而分身乏术，
或因自身机能日趋衰减而难以承受高密度的长期照护劳动。若高龄配偶不得不承担照护角色，那就
更是力不从心，而且也难保自身安全。在表２涉及的三个调查村中，生活半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者
的照护，或由配偶、或由子媳女儿、或由兄弟承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照护者中年龄最低的已年过

５４，年龄最高的是一位８５岁的老翁。他先后经历两个儿子病逝的不幸，夫人遭此打击而突发中风致
残。不难设想，这位老翁平日里会是怎样地不堪家务重负，又如何能对卧床不起的妻子给予到位的
照护。
其二，家庭小型化及结构多样化变动，致使承担老年照护劳动的亲属亦趋于多元化。２００３—

２０１７年间，在家有６５岁及以上老人的农户当中，独居和非独居的纯粹老人户与空巢户加在一起，所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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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重从大约２０．７％增加到４３．３％（表３）。在此，空巢户指的是家中６５岁以下成员皆外出半年以
上、只余６５岁及以上老人留守的住户。非独居老人户，多由老年夫妇构成，仅有少数家庭是老年父
子、母子、兄弟相依为命。２０１７年，家有失能老人的情况在非空巢户中占６．５１％；在非独居老人户中
不到２％（１．９９％），在独居老人户和空巢户中均接近１％（分别为０．９７％和０．９９％）。家里兼有健康
不良和失能老人的情况，在老人所居家庭的总户数中不足１％。
近年来配偶之所以成为老年照护的主力，一是家庭结构使然；二是因为配偶情感最近；三是老年

配偶承担无偿照护劳动的机会成本一般低于正处在劳动年龄的亲属。涉及老人照护的亲属分工，既
包含家庭人力资源利用最大化的因素，也有血缘亲缘情感和谐的考虑。这不单是农家之子越来越多
地承担照护劳动的缘故，也是家庭成员（亲属）在老年照护中趋于性别平衡的原因①。

表３　含６５岁及以上老人的农村家庭的结构变化（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

年份

６５岁以上的纯老人户 含６５岁以下成员的家庭

独居老人户 非独居老人户 空巢户 非空巢户
合计

户数 比重（％） 户数 比重（％） 户数 比重（％） 户数 比重（％） 户数 比重％

２００３　 １７７　 ４．０４　 ５１１　 １１．６６　 ２２０　 ５．０２　 ３４７６　 ７９．２９　 ４３８４　 １００

２００８　 ２７８　 ５．９３　 ７０５　 １５．０３　 ３５１　 ７．４８　 ３３５６　 ７１．５６　 ４６９０　 １００

２０１３　 ４３５　 ７．０１　 １２７４　 ２０．５３　 ５７９　 ９．３３　 ３９１９　 ６３．１４　 ６２０７　 １００

２０１７　 ５９２　 ７．２４　 １９５０　 ２３．８６　 ９９９　 １２．２２　 ４６３３　 ５６．６８　 ８１７４　 １００

　　数据来源：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抽样调查。

其三，劳动力离乡迁移在导致留守家庭结构缺损的同时，降低了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家庭照护
程度。迁移地点距家越远，迁移者返乡照护留守老人的难度越大。采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
数据所做的计算表明，２００３年，离开原居乡镇外出就业６个月及以上者，在１６～６４岁的人口中约占

１７．８％。２０１７年，这一比重上升到３０．２％。在这些离乡就业者当中，分布在“乡外县内”、“县外省
内”、“省外”和“境外”四类空间的迁移劳动者，所占比重在２００３年依次为２７．１％、２８．７％、４３．１％和

１．１％。２０１７年，相应的比重变为３０．４％、３２．１％、３６．６％和０．９％。此间跨省就业者在迁移劳动者
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虽然下降了６．５个百分点，但依然是分量最大的迁移劳动者群体。考虑到２０１９
年农村迁移劳动者总量已达２．９亿人之多②，因劳动力跨省跨县迁移而发生家庭结构变化的留守住
户至少上亿。
据我们在北京、苏州等地对女性居家保姆和养老院护理员的访谈，她们关于回乡照护老人的决

策有两种。其一，当公婆年到高龄时，在外打工的夫妻当中何者工资较低或就业不稳定，何者返乡留
守。其二，在老人发生意外或临终期间，归家从事危机照护。③ 事实上，无论在何种结构缺损的家
庭，生活不能自理者得到的身体和精神照护都难免粗疏。远途迁移者的两难之处在于，他们既有照
护老人的义务和心愿，又身负挣钱养家的责任。若放弃外出谋生而留在家乡，那就极有可能全家返
贫。这无疑是农村迁移劳动者家庭遭遇的困局之一。

（三）选择有偿照护服务的家庭财务约束及出路
对于农村家庭的照护困境，常见的对策建议：一是要求年轻人回乡就业，同时履行陪伴和照顾长

辈的义务；二是推广社会化（有偿）的家政和照护服务。然而，农村地少人多、农业收入微薄和非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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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笔者在福建永春县调查的一个扩展家庭，即可作为这一观察的注脚。该户有一对年龄将近七旬
的半自理老人，一个病残一个伤残。儿子和儿媳在邻村陶瓷厂上班，下班期间儿子负责做饭和照护老人，儿媳照看小
孩功课和兼做其他家务。老夫妇的大女儿嫁在本行政村，每日早晚来探望一次。这可谓子女合作，照护失能父母的
一个典型。

参见国家统计局，２０２０：《２０１９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ｚｘｆｂ／２０２００４／ｔ２０２００４３０＿

１７４２７２４．ｈｔｍｌ。

２０１８年底，我们在湖北监利 Ｗ村调查时得知，村里一位认知障碍症（俗称老年痴呆）患者濒临死亡。平日里独
生子一家在外打工，七旬老翁独自在家五年，生活渐失体面尊严。在他弥留前一周，儿子赶到家照护。



业机会极为有限的国情未变，城市工业和服务业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潜力也远非农村可比。增加城
市的包容性，无疑有助于迁移劳动者携同父母子女落户。但这仍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进程，难
解当下农村诸多照护依赖老人的燃眉之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虽有望缩小城乡差距，可与之相关
的农村创业和就业机会的增多也是渐进的历程。近年来，确有部分迁移劳动者回归农村，但并非所
有外出谋生者都能成功地返乡创业或就业。仅从劳动力流出与回流规模来看，前者依然是主流。

从逻辑上来讲，与人口老龄化相关的照护难题，凭借强行扭转劳动力流动方向的措施也解决不
了。有偿照护服务不失为可行的选项。但有此需求的农家，大多面临支付能力不足的约束。在我们
多年的农村调查中，仅在福建永春遇见一例雇用住家护工的农户①。２０１９年，除了为护工提供食宿，

每月还须支付现金工资４０００元。承担同类照护工作的住家护工，在广东中山市所辖村庄的现金工
资约为６０００元／月，在湖北大别山区约为３８００元／月。当年全国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１６０２１
元。② 在此收入水平上，即使不计其他生活必需品支出，购买高密度的长期照护服务，也是单个家庭
难以承受的财务负担。低于平均收入水平的家庭，那就连钟点工的低密度照护服务也付不起。

如果动用受照护者及其家庭的物质和金融资产，是否能扭转上述困局呢？我们从农户访谈中得
知，老人们或多或少都积攒了些现金，为的是安排自己的后事。可相对于有偿的长期照护服务，那点
儿储蓄还是无异于杯水车薪。况且，约三分之二健康不良和丧失劳动能力者月收入在８３０元及以下
（图３），他们也不可能为购买照护服务再做打算。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虽然几近于实现全覆盖，但参保者待遇并未包含长期照
护因素。２０１９年，全国６０岁及以上农村居民的非缴费型养老金发放标准为每人每月８０元。各地财
力不等，非缴费型养老金的发放水平亦有别。如广西横县采用的是全国统一的底线标准，福建永春
的标准为每人每月１２３元，江苏武进为每人每月２７０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报销规定，实际上已
排除了长期照护费用。例如，在报销比率较高的江苏省武进区，参保者因病住院可报销８０％～９０％
的医药费用，但须遵照医嘱按时出院。

即使是发达国家的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家庭援助计划，也难以承受老龄社会的长期照护
财务压力（Ｌｉｕ，２０１４）。这正是德日等国建立社会照护保险制度的直接原因。通过增设此险种，这些
国家成功地把照护依赖者带给个人和家庭的经济负担，分散到大规模的参保人口之中。以２０２０年
的德国为例，所有就业者均须按照法律规定，将年薪的２．５５％～２．８％用于缴纳照护保险。③ 参保者
若连续６个月以上处于照护依赖状态，经第三方评估照护等级和个人（家庭）财务状况，即可依据评
估结果领取相应等级的长期照护补贴，而非报销全部照护费用。其他受益条款的设置，也反映了德
国社会在长期照护制度安排上的偏好：其一，尽可能脱离医院照护；其二，改善居家照护；其三，减轻
家庭照护者的负担。例如，每月给予工余提供照护服务的家庭成员不超过１２５欧元的减负津贴；对
于购买或自行提供昼夜居家照护服务的家庭，给予每月不超过１９９５欧元的补助。对于入住护理机
构接受每天２４小时照护者，给予每月２００５欧元的补贴，但食宿费用须自付。此外还有一些补助条
款与保障受照护者的安全相联系，例如，住所无障碍改造、急救车运送以及照护服务培训和咨询，

等等。

上述德国案例，既体现了社会共济理念下长期照护费用的多方分担，也折射出对家庭内部无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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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玲等：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养老照护变迁

①

②

③

这家的受照护者曾两次中风，自２０１７年陷入长期卧床境地。她丈夫１９４７年生人，无力承担沉重的照护劳动。

三个儿子都在外地经营超市，合伙为母亲从相距５公里的邻村聘来一位５０岁的女性护工。

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２０２０：《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ｚｘｆｂ／２０２００２／ｔ２０２００２２８＿１７２８９１３．ｈｔｍｌ？ｆｒｏｍ＝ｇｒｏｕｐｍｅｓｓａｇｅ。

参见《德国照护强化法概览》（Ｄｉｅ　Ｐｆｌｅｇｅｓｔｒｋ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ｔｚｅ（ＰＳＧ）Ｉ，ＩＩ　ｕｎｄ　ＩＩＩ），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ｐｆｌｅｇｅ．ｄｅ／ｐｆｌｅｇｅｇｅｓｅｔｚ－

ｐｆｌｅｇｅｒｅｃｈｔ／ｐｆｌｅｇｅｓｔａｅｒｋｕｎｇｓｇｅｓｅｔｚｅ／；《德国长期照护保险》（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ａｒｅ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Ｐｆｌｅｇｅｖｅｒｓｉｃｈｅｒｕｎｇ）），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ａｍｅｘｐａｔ．ｄｅ／ｅｘｐａｔ－ｉｎｆｏ／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ｃａｒ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ｇｅｒｍａｎｙ－ｐｆｌｅｇｅｖｅｒｓｉ－
ｃｈｅｒｕ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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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护劳动所含社会价值的认可。中国的发展程度虽远不及德国，也已因地制宜地开展照护筹资制度
探索。自２０１６年起，在１５个城市开始长期照护保险试点，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我们到过的常州
市武进区，恰于２０１８年启动试点。其制度设计的特色在于社会包容：一是制度本身城乡一体化，二
是覆盖了迁移人口。２０１９年，受益人群设定为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者，待遇标准为每位受益人每日补
助４０元。２０２０年，受益面将扩大到生活半自理群体（朱玲，２０１９）。试点城市因财力所限，保险给付
水平与德国自不可同日而语。但这一制度的试行，意味着长期照护不再仅仅是家庭或个人的责任，

政府、企业和社会皆已参与。对于人口老龄化的中国，这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

本文第三部分的讨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以及家庭小型化、人
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趋势，使得老年照护服务的供给结构呈多元化发展。居家照护，依然是占主导
地位的照护模式。第二，就居家照护而言，受照护者的配偶已成为照护服务的主力；儿子在主要照护
者当中所占的比重远超儿媳和女儿。因此，在家庭内部的老年照护劳动中大致实现了性别平衡。第
三，年迈配偶为主的“将就照护”和远距离迁移者的“危机照护”模式，不免失之于服务粗疏，且损及年
迈照护者的健康。可行的出路，是将密度不等的有偿照护服务引入农家。但其明显的障碍，是多数
农户财力不足。个人、家庭、企业、政府和社会协同参与的长期照护保险，有望破解这一困局。

四、家庭之外的照护服务

对于任何一个居家养老的照护依赖者而言，社区服务和专业照护机构都意味着可供考虑的选
项。以下主要根据我们的实地调查，分别讨论农村社区和养老院的照护服务供给和利用。

（一）社区管理中的老年服务
这里所说的社区，指的是行政村。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多与目前的行政村管辖范围相当。

那时村级管理涉及的老年事务，主要是关照五保户中的鳏寡老人，每个大队的服务对象不过七八个。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自从大多数青壮劳力进城谋生，老年事务在村庄管理
中所占的分量日渐增加（朱玲，２００８）。目前，一个行政村里的纯粹老人户和空巢户少则几十，多则上
百。“村两委”组织和参与的老年服务，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基层人口和家计调查以及老年福利申办。

第二，支持老年社交和娱乐活动。村委会通常在办公用房中辟出一处作为老年活动站，放上电
视、牌桌和台球桌，供老人日间聚谈消遣。有的县（市）体育主管部门会来配备健身器材，文化教育部
门则时常赠送图书。有的村庄（社区）还设置了老年餐桌，或另辟房间摆上床位和卧具作为老人日托
点。但若无热心人张罗或环境舒适度不佳，活动站利用率并不高。特别是日托点，因缺少可持续的
财务和服务制度安排，多成为专供参观的摆设。

在能够有效组织老年活动的村庄，老龄村民通过参与日常社交和娱乐，既缓解了个人的孤独寂
寞，又增强了社群的凝聚力。我们在福建永春走访的两个山村，便是此类社区的典型。首先，村委会
和乡政府支持村庄常住老人建立自助组织，民主管理老人事务。例如ＳＸ村６０岁及以上老人６１３
位，全部参加老年协会。其次，协会除了组织文体活动，每日还在活动站为老人提供免费午餐。老人
分成小组，轮流做饭和打扫餐厅卫生。不便参加活动的老人，可由家属前来代为取餐。再次，活动站
设专人管账，社会各界和村内住户捐款捐物支持老人免费午餐。例如，老人的子女或捐现金或送粮
油；村里但凡有人办喜事，就会捐钱或送肉。又如，ＷＬ村常住老人１４６位，村委会给每个活动小组
都划拨了菜地，收获的蔬菜专供免费午餐厨房。此外，还组织外出经商办厂的村民捐款，成立了一个
限于村内运营的慈孝基金会，把利息收入用于资助老年活动。

第三，为老人创造资产和收入或直接向老人发放社区福利。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村庄，绝大多数
分布在工业化城市化进展最快的地区。例如，广东中山、番禺和江苏武进的被征地村庄，因每年分享
工业园区的土地收益，除了给参加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成员分红，逢年过节还向老人发放礼金，或按季
度给重病重残（二级残疾）者赠送水果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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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区资产收益微薄的地方，少数村庄借助金融制度创新为老人谋福利。例如，中国乡村建设研
究院与上百个试点村的党支部和村委会合作，建立社区内置金融组织（养老资金互助社）和土地合作
社，吸纳本村企业家捐款和老人存款。一方面，把资金贷给本村的创业者，以获取利息；另一方面，把
资金用来收储和改良闲置土地和房屋，分别租给农业企业家和城市游客。从经营中获取的利息和租
金收入，在扣除风险准备金和管理费等款项后，分配给参加养老资金互助社的老人（李昌平，２０２０）。
组织良好的村庄老年活动，在为老人提供参与社交和社区决策机会的同时，不但改善了他们的

财务状况，而且还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和尊严。但这些活动或服务，尚不足以解决那些生活不能自理
者及其家庭的长期照护难题。首先，在村庄无障碍条件缺失的情况下，照护依赖者极少甚至难以参
加社区聚会。其次，他们的一粥一饭、梳洗更衣、如厕就寝、就医服药等琐碎的日常生活活动，都离不
开家人的帮助。再次，相对于照护费用的发生，社区资产收益分配和福利发放往往在时间上错位，在
数额上多半也不及长期照护保险试点的补贴水平。例如，２０１７年广东番禺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分红，
在土地多且租金高的村庄，每位股民分得１．５万元／年；在土地少且租金低的村庄，则每位股民分红

１０００元／年。２０１８年湖北的社区内置金融试点村分红，每位老人所得在１０００～１２００元／年之间。最
后，还需强调的是，大多数位于中等发展水平和欠发达地区的村庄，或是缺少财力，或是凝聚力不足，
难以资助老年活动和补贴老人生计。
无论是政府部门下达公共设施投资项目，还是家政公司进社区提供专业化服务，都离不开村庄

管理机构在沟通住户和调配社区共有资源方面的合作。因此，“社区为依托”的提法，更适合于刻画
社区的组织功能和枢纽作用而非其他。

（二）照护机构的服务供给和利用
在有偿照护服务市场上，专业照护机构因其目标人群不同业已类型多样。如果仅以硬件配置

档次来区分那些专为入住老人提供日常生活服务的机构，便有经济型、舒适型和豪华型之别。与
农村当前消费水平相适应的照护机构，是县域里的经济型养老院。２０１５年，在农村老年照护服务
主要提供者中，照护机构和家政人员加起来才占１．２％（图４）。然而从家庭和人口的变化趋势来
看，入住养老院的照护依赖者将逐渐增多。因此，我们对县域专业照护机构的调查集中在养老院。
调查中关注的重点在于：第一，入住老人中有多少完全丧失自理能力者？第二，来自农家的老人有
哪些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第三，养老院的投资何来？经营管理状况怎样？护理队伍的人力资本
水平如何？

自２０１３年始，各地政府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①，同时在村
（社区）、乡（街道）、县（市）三级行政辖区投资于老人服务设施。我们所到的调研县（市），多已赶在

２０２０年之前完成了上级政府下达的任务指标，例如，村级服务站点覆盖率和每千名老年人的社会养
老床位数，等等。每个县城和中心乡镇至少有一家经济型养老院，居住条件不低于现今农户的一般
水平。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者多集中在价格机制相对灵活的公办民营和民办公助养老院，定价明显低
于市场水平的公办公营养老院收住的却多为生活自理老人。
不少乡镇养老院的前身，即为人民公社时代的敬老院。与此相关，村庄居民对五保老人入住养

老院毫无异议。但相当一部分受访者，对于家有儿子的老人入住养老院则不以为然。一方面，这是
由儿子养老送终的传统使然；另一方面，家庭财务拮据特别是现金流的约束，也使养老院成为村民的
最后一个选项。因此，养老院中来自农家的入住者多为五保老人。例如，在江苏武进，入住养老院的
五保老人有４２０位，护理费由政府兜底，居家养老的五保老人仅３０多位。一些劳动力极缺的家庭，
不得已也会送照护依赖者入住养老院。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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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２０１３〕３５号），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ｗｇｋ／２０１３－
０９／１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４８７７０４．ｈｔｍ。

例如在福建永春某乡镇养老院，入住者中年龄最大的９６岁，为认知障碍症患者。年龄最小的５３岁，脑中风致
残，丈夫已去世，独子在外务工尚未婚配，所得工资多用来为母亲交纳护理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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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照护服务的供给来看，设在村庄的照护机构不多，村委会办养老院的情况就更为少见。我们
只在宁夏平罗县的ＳＬ村见到一家设施简单的养老院，是村委会于２０１４年利用村小学撤并留下的校
园开办的。建筑皆为平房，隔成２～４人卧室多间，床位共计１１０张。２０１９年，来自本村和邻村的入
住老人８４位，生活基本自理。每月住宿费为１５０～１８０元／床位，伙食费为每人１２．５元／天。平罗县
当年的居民养老金为１７０元／月，与老人住宿费不相上下。该养老院一年的人工、用水、耗电和烧煤
等费用约６０多万元，经费缺口由政府补贴和社会各界捐款捐物弥补。在人口密度较高的乡镇，这种
联村养老院对于处在照护边缘的老人无疑经济实用。
与这家入住率达７６．４％的联村养老院相比，公办公营的县级养老院硬件装备优良，但几乎都遭

遇了程度不等的经营困境。
第一，成本－价格倒挂造成亏损压力。县级养老院的定价权在政府部门，院长们普遍反映定价

过低，价格管理机构对成本上涨反应迟缓，以至养老院财务收不抵支。例如，某一县镇合办的城关镇
养老院，２０１９年政府主管部门对生活自理者入住的定价为双人间每月２０１０元／床。但若要收支相
抵，标准需提高到每月２３１０元。于是，政府按照老人的照护等级予以运行补贴，前提是入住者在一
年之内至少住满６个月。可是补助金额不足以弥合价格缺口，院方收住自理老人的补助为每月８０
元／床。收住生活半自理者和完全不能自理者，双人间定价分别为每月２１９０元／床和２５００元／床。
二者对应的运行补贴为每月１００元／床和１２０元／床。
第二，偏离社会福利目标。照护依赖程度越高者，耗费的护理人工成本越大。在给定价格低于

成本的情况下，一些养老院便用减少服务项目甚至拒收重度失能老人的办法来降低亏损风险。中国
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一项对十多个省市共计７２２家养老院的问卷调查显示，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间，生
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在民办非营利机构入住者中占４０．６％，在公办公营机构入住者中占２２．３％（王
震、朱凤梅，２０２０）。
第三，硬件装备到位但照护服务项目不足的养老院，吸引力自是薄弱，突出地表现为空床率较

高。某县级养老院以房间计算的入住率，最多达到５０％，而且入住者多为退休教师和公务员。此处
的双人间，包括入住者食宿定价每月９００元／床，但院方只提供餐饮和环境保洁服务。倘若老人在入
住期间转为照护依赖状态，家属只能从劳务市场另聘专人护理。为此而支付的护工工资加上原有的
食宿费，就超过了聘用住家护工的费用。中低收入的农家自是不会如此选择，该群体中最需要机构
照护的重度失能老人，因而也就被排除在养老院之外。
或许是汲取了县级养老院的运营经验，大多数乡镇养老院已改为公办民营。其特点，首先在于

消除了与成本－价格倒挂相关的亏损。乡镇政府将建院之初划拨的用地和投资的房屋，一并委托承
包人或专业照护机构经营但免收承包费；承包者则须按照政府出价收住五保老人。其中的含义，便
是政府在放开价格管制的同时，把预期的基础设施投资收益分配给五保老人。①

其次，多数乡镇养老院以邻近卫生院区位的方式，省却了另聘驻院医生的成本，经济地实现了入
住老人的医养结合。一些由专业照护企业经营的乡镇养老院，还另聘护士全天候值班，以保障老人
用药安全。
最后，有些照护企业进一步与政府部门和社区合作，在村庄建立老年照护小院，或聘用农家妇女

担任上门服务的护理员，并将护理员培训服务延伸到村庄和农户（唐钧、覃可可，２０２０）。这一创新性
的制度安排，既顺应多数老人居家养老的愿望，又可降低照护成本，还有助于实现居家照护服务的专
业化和网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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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广东中山市某乡镇养老院的承包制度安排便是如此。２０１８年，该院收住五保老人６７位，当地民政部门按每人
每月１１５０元支付食宿和护理费。养老院对非五保老人的入住定价为，生活自理者每月１１００元／床，半自理者每月

２０００元／床，完全不能自理者每月２５００元／床。由于性价比较高，该院还吸引了一些城里的退休老人。承包者（某中
心村原妇女主任）介绍，在她接手之初的两年（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养老院亏损了２万～３万元／年，此后一直收支平衡或
略有结余。



无论是在何种类型或区位的养老院，护理员队伍的专业技能、职业道德及对照护依赖者境遇的
同理心，都是决定服务质量和照护安全的一个决定因素。以下拟通过城乡两家养老院的对照，展示
县乡养老院护理员队伍的人力资本特征。设在北京某社区的Ｃ养老院，由一家民营专业照护服务集
团经营，收住的老人皆为生活不能自理者。设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城关镇的Ｘ养老院为公办公
营，除了收住五保老人，还服务于区内其他照护依赖程度不等的长者。两家养老院之间既有城乡差
别，也含地区差异。但二者的护理员队伍，却有诸多相似之处。
其一，一线护理员队伍由农村迁移劳动者构成，其中９０％以上来自农家。足见照护行业的运行

和发展，已须臾离不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其二，护理职业明显女性化。在北京Ｃ养老院和常州武进Ｘ养老院的护理员队伍中，女性分别

占７７．１％和８８％。两家养老院入住老人的性别结构均大致平衡，因而与护理员的性别结构不相匹
配。或许是人们对护理职业女性化习以为常，大多数男性老人不反对女护理员的照护服务，然而绝
大多数女性老人不接受男护理员的服务。因此，男性在护理工作中并未显示性别优势，男女同工同
酬在照护行业渐趋实现。
其三，护理员以中老年为主。北京Ｃ和武进Ｘ养老院的护理员平均年龄为４４．３岁和５２．３岁，

５０～５９岁年龄组的护理员所占比重分别为４５．７％和５６％（图５）。两家养老院入住老人的平均年龄
皆为８４岁。在武进样本中，６０～６９岁年龄组所占比重为１２％，尤显低龄老人照护高龄老人的特点。
其四，护理员学历以初中为主，在职培训赋予其专业照护能力。在北京Ｃ养老院和常州武进Ｘ

养老院的护理员当中，学历为初中者分别占５７．１％和５６％。只不过，小学学历的护理员在武进样本
中占３６％，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护理员在北京样本中占４０％（图６）。由此可见，人力资本水平较
高的照护劳动力流向了大都市。不过，两家养老院均对上岗护理员给予经常性的技能培训和考核，
并根据考核成绩分等定级，每月给予相应的技术能力津贴。以此激励护理员提升照护水平，从而也
就把机构的专业照护与家庭内部的非专业照护区别开来。

　图５　２０１９年城乡两家养老院的护理员年龄分布　图６　２０１９年城乡两家养老院的护理员受教育程度分布

数据来源：笔者在调研中获得的两家养老院护理员登记表。一家是设在北京市朝阳区某社区的民营养老院（护

理员样本数为３５），另一家是设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城关镇的公办公营养老院（护理员样本数为５０）。

其五，个人工资收入与劳动绩效紧密挂钩。护理员的一个正常班次为１２小时，中午休息两个半
小时。与医院护工和住家保姆相比，护理员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倒班秩序和节假日轮休时间，还因
班组内的互助合作而具有团队归属感。２０１９年，两家养老院护理员的平均工资收入（底薪、夜班津
贴、午间值班津贴、工龄补贴和奖金等），皆为每月４０００～５０００元。此外，护理员各自在家乡参加了
居民养老保险（新农保）和医疗保险（新农合），属于被社会保护体系覆盖的群体。

其六，高流失率仍为护理员队伍的常态。两家养老院的护理员年流失率皆为３０％左右。２０１８
年，常州武进Ｘ养老院竟然连护理员都没有招够。２０２０年１—５月，北京Ｃ养老院招聘新员工７８
名，然而新老员工共离职６１人。有将近四分之一的新招聘员工，经养老院安置食宿和隔离之后另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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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雇主。此间的养老院，实际上成了部分迁移劳动者进城的首个落脚点。这也从一个侧面发出信
号，照护劳动市场已接近于“卖方市场”。

护理员离岗的原因，首先在于，工作本身具有的不愉快特征。例如，与照护依赖者排泄失禁相关
的人体和衣物清洗、认知障碍症患者的狂躁甚至打骂、与受照护者交流沟通的困难和家属的误解，等
等（吴心越，２０１８）。其次，相对于护理员承受的辛劳和心理压力，物质（收入）和精神（社会认可）补偿
不足，这就使养老院很难留住年轻人。中老年转而去做住家保姆或医院护工者也屡见不鲜，纵然转
换的工作或许更加令人不快，她们也宁愿选择更高一些的收入。最后，因家庭照护需求而不得不退
出劳动市场。

养老院相对稳定地留住的骨干护理员，绝大多数还是中老年人。他们选择长期在岗的缘故，一
是失业风险低，收入逐渐上升。二是职业发展前景明确。在北京Ｃ养老院，照护技能高、工作经验丰
富、态度友善亲切的老护理员，有机会晋升班组长等带有管理性质的岗位。在常州市武进区，人力资
源部门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组织养老院护理员职称考试，分初、中、高级护工和技师四个等级，发放
证书并给予一次性补贴。这些做法，既可以使护理员工资体现人力资本提升的回报，又能赋予他们
职业自豪感，同时有助于改善照护职业的社会声望。

总之，若要保有一支具备优质安全服务水平的护理员队伍，关键是养老院能够提供足以补偿护
理员身心付出的工资水平、友好的工作环境、人性化的管理和经常性的技能培训。这不仅关系到入
住老人的福祉，也决定着养老院的命运。而这些条件的实现还需具备一个前提，那就是服务需求方
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因此，无论是为了减轻农村照护依赖者及其家庭的脆弱性，还是为了促进照护
服务行业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社会长期照护保险制度都已势在必行。

本文第四部分的讨论可以归纳为：目前村庄社区自治组织提供的老年服务，最明显的作用是创
造社会交往机会，消解老年孤寂并增强其参与社会的自信。但这仅仅能够丰富那些生活自理及轻度
半自理老人的晚年，却无助于解决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者的长期照护难题。与家庭照护相辅相成的长
期照护服务，主要来自诸如养老院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装备简单的联村养老院，对于处在照护边
缘的老人无疑经济实用。就县乡养老院而言，引入专业化照护运营企业，有助于其理顺激励机制、凝
聚护理员队伍并改善服务质量和安全。迄今利用专业照护服务的人，多为中高收入者和政府予以财
务兜底的五保老人。中低收入农户因支付能力不足，依然难以利用有偿照护服务。

五、讨论和结论

老龄社会中的老年照护，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未富先老、社会保障不足的中国农村，但凡有
一位老人丧失生活自理能力，就有可能导致全家陷入贫困。确保此类照护依赖群体获得质量可靠的
身心支持服务，不仅可以帮助他们享有体面的晚年，而且有助于全社会减少和预防贫穷。２０１５年，

农村６０岁及以上的老人当中，照护依赖者不足３％，照护依赖边缘群体（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约占

１９．４％，余者为健康老人。在老龄健康群体当中，一半以上的人继续参与劳动市场，其余的则主要承
担包括照护配偶和孙辈的家务劳动。因此，国家的老年照护政策，不但要针对照护依赖者的日常生
活活动能力进行扶助，而且要关注照护依赖边缘群体的残疾预防，还须顾及健康老人的生理和心理
健康管理，并对他们的市场参与和无偿家务劳动予以支持。

低收入水平的照护依赖者，无疑属于脆弱群体，需要程度不等的公共支持。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

２０１７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健康状况差和丧失劳动能力者占６０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的２０．２％。他们
当中约３６．３％的人年净收入低于５０００元，约７２．３％的人年净收入在１２０００元及以下。与此相对照，欠
发达地区的农村零工日工资已达８０～１２０元，中等发展地区的农村住家护工工资业已３８００元／月，提供
普通护理服务的乡镇养老院入住费，为每月２０００元／床位。足见大多数照护依赖者尚未具备足够的支
付能力来购买有偿照护服务。他们所选择的和实际获得的，主要还是家庭给予的无偿照护。

农村家庭小型化和少子化的趋势，以及大规模的乡－城劳动力转移，使得儿媳照护公婆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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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老年配偶在主要照护者中至少占一半左右。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间，在家有６５
岁及以上老人的农户当中，独居和非独居的纯粹老人户与空巢户加算在一起，所占比重从２０．７％增
加到４３．３％。２０１７年，家有照护依赖老人的情况，在非空巢户中约占６．５％；在空巢户和纯粹老人户
当中占１％左右。低龄老人尚可胜任照护劳动，高龄老人则大多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形下，家在附近
的子女通常会随时予以援手，远途迁移者就不得不面临两难选择。仅在２０１７年，１６～６４岁的劳动人
口中就有３０．２％的人离乡谋生。在外出就业者当中，又有将近７０％的人去了家乡县域之外。他们
对于回乡照护老人的决策一般有两种，其一，夫妻当中何者工资低或就业不稳定，何者返乡留守。其
二，在老人发生意外或临终期间，归家从事危机照护。无论在何种结构缺损的家庭，生活不能自理者
得到的身体和精神照护都难免粗疏。

依照《“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设计，社区当为照护体系的“依托”。

目前村庄社区自治组织提供的老年服务，主要是创造社交机会，丰富生活内容，消解老年孤寂并增强
其参与社会的自信。极少数村庄建立了装备简单的联村养老院，收住处在照护边缘的老人，定价约
每月５５０元／床。虽然需要依靠政府补贴和社会捐助弥补运行资金缺口，却比通常的日托服务站更
为实用。一些凝聚力较强的村庄社区，还组织老人创造资产和收入。可是，能够参与这些活动的老
人，只是生活自理及轻度半自理者。完全不能自理者不仅游离于社区活动之外，而且也难以凭借社
区组织现有的能力，摆脱其遭遇的长期照护困境。现实中，社区具有的依托之处还是其组织功能，而
非直接提供照护服务。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既是沟通政府部门与住户的桥梁，也是构建农村老年照护
网络的一个枢纽，还是专业照护机构嵌入社区的合作伙伴。

在“十三五”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实施期间，在各级政府的公共投资和行政推动下，以养老院为主
的专业照护机构已经覆盖县城和中心乡镇。而且，这些机构多以区位邻近卫生院和县医院的方式，经
济地实现了医养结合。但县乡政府对公办公营养老院的价格压抑措施，使其难以在维持收支平衡的前
提下，提供到位的照护服务。服务水平不高则难以吸引老人入住，以至空床率居高不下，财务状况更难改
善。如此恶性循环，则养老院的经营难以为继。故而多数乡镇养老院实施了公办民营改革，有的还通过托
管方式引入专业照护企业运营，以矫正价格管制造成的激励扭曲，并有效改善服务质量和增强照护安全。

养老院经营制度改革尚未化解的一个难题，是每年高达３０％左右的护理员流失率。护理员工作
繁杂、身心压力沉重，但工资收入和社会声望较低，因而极难留住年轻人。在典型的县乡养老院，入
住老人平均年龄约８４岁。护理员当中，９０％以上的人来自村庄，且学历在初中及以下；９０％左右为
女性，年龄在５０岁以上者将近占７０％。可以说，中老年女性照护高龄老人，是当前照护行业的一个
显著特征。为了稳固护理员队伍并提高其专业技能及社会地位，不但需要政府和公众创造有益于照
护劳动保护和职业健康的社会环境，而且需要养老机构实行人性化的管理、提供经常性的技能培训、

改善经营效率和提高护理员收入及待遇。

然而，除了对机构养老的认同度不高这一社会心理因素，农村照护依赖老人及其家庭的低收入
状态，更是限制了他们对专业照护服务的利用。相当一部分县乡养老院因入住率不高，难以实现照
护服务的规模效益，也无从开出吸引高质量护理人才的条件，以致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照护劳动者
大多去了都市。事实上，不仅是养老院，其他有偿照护服务机制（小时护工、住家护工、护理院）在农
村也利用不足。享有专业照护服务的人，多为中高收入者和政府予以财政兜底的五保老人。可见，

如今突破专业照护服务发展瓶颈的关键，已非设施投资，而是采用社会共济方式，改善照护依赖者及
其家庭的支付能力。将现有的长期照护保险城市试点，扩展为覆盖全国城乡的新增社会保险制度，

即为决定性的一步。在此制度下，依据失能人员的照护依赖程度发放长期照护补贴。补贴领受者无
论是以此补偿家庭成员的无偿照护劳动，还是用于支付机构照护服务或护工上门服务，都有助于减
少服务供求双方的脆弱性，同时还可进一步撬动农村照护市场的发展。

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由中央政府的社保、医疗、民政、财政和公安（常住人口管理）等部门联席办公，筛选已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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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长期照护保险的试点经验，作为顶层制度设计的参考。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的做法即颇
为典型：覆盖常住人口（包括外来工及随行家属）１１０万人，设定缴费标准每人每年１００元。这其中，
个人缴费３０元，医保基金划拨４０元，财政补贴３０元。低保和五保人口的保险费由民政部门缴纳。

２０１９年照护补贴对象为生活不能自理者（５～６级重度失能）。经第三方评估，筛选出受益者２２５２
位，约为参保人口的０．２％。照护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日４０元。２０２０年将受益面扩大到半失能群体，
预计受益者总规模增至４０００～５０００人。
第二，借鉴居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推广经验，中央财政按地方常住人口规模给予底线筹资

补助，把各地的保险筹资和补贴发放标准交由地方政府制定。
第三，在基金运行管理中尽可能采取政府购买专业服务的办法，以节约政府行政经费并提高管

理水平。例如，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社保中心通过招投标程序，选定了四家保险公司，由太平洋保险
公司牵头，与人保财险、中国人寿和泰康人寿保险公司合署办公，组成３０多人的业务团队。武进区
社保中心拨付一年经办费４４４万元，四家保险公司所得份额依次为７０％、５％、１０％和１５％。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给政府、企业、个人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财务负担，同时也在保护老年人和

援助低收入群体方面达成共识。因此，迎难而上强化社会保险体系正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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